
近代江南农村“过密化”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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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本文对黄宗智“过密化”理 论 作 出 修 正，认 为 近 代 农 业 经 济 存 在“过 密 化”现 象 的 条 件

是小农劳动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ＭＲ＜ＭＣ），而 不 是 如 黄 宗 智 所 说 的“劳 力 边 际 产 量 开 始

递减之后”；并比较江南小农种植一季一亩水稻转向一季一亩棉花所造成的成本与收益的变动。

统计资料的验证表明，多数年份中植棉收益不如种稻，而劳动耗费却更多，证明“过密化”现象在

近代农村经济中普遍存在。而市场化条件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过密化进程得以延缓、中止并

最终逆转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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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９８５”特聘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　１０００００）

　　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于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９０年在其两部名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

称《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①中提出的“过密化”（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一译“内卷化”）理 论②，在 中 美 学 界 持 续 激 起 热 烈 讨 论。在 美 国，有 布 兰 特（Ｌｏｒｅｎ　Ｂｒａｎｄｔ）、罗 斯 基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ａｗｓｋｉ）、科大伟（Ｄａｖｉｄ　Ｆａｕｒｅ）以及彭穆兰（Ｋｅｎｎｅｔｈ　Ｐｏｍｅｒａｎｚ）等人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

中国近代农业经济不存在黄宗智式的“过密化”现象，而是一种真正的“发展”。③ 中国学界，除吴承明、

曹幸穗、夏明芳和侯且岸等人表达支持外，④更多的研究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中国学界的反对意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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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该著作英文版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 华 书 局，２０００年（该 著 作 英 文 版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ｚｉ　Ｄｅｌｔａ，１３５０－１９８８，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内卷化”（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又称“过密化”）是美国学者黄宗智在研究中国小农经济时从另一位学者吉尔茨（Ｃ．Ｇｅｅｒｔｚ，１９６３）那

里借用过来的概念。
请参阅布兰特《商业化与农业发展》（Ｌｏｒｅｎ　Ｂｒａｎｄｔ，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８７０－１９３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Ｔｈｏｍａｓ　Ｒａｗｓｋ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Ｐｒｅ－
ｗａｒ　Ｃｈｉｎａ，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科大伟《解放前中国农村经济》（Ｄａｖｉｄ　Ｆａｕｒｅ，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Ｐｒｅ－Ｌｉｂ－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１８７０－１９３７．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
彭穆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即Ｋｅｎｎｅｔｈ　Ｐｏｍｅｒａｎｚ，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Ｅｕｒｏｐｅ，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关于美国学者研究成果的

综述可以参阅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请参阅吴承明《中国近代经济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２期）、曹幸穗《旧中国农家经济研究》（中央

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夏明芳《发展的幻想———近代华北农村农户收入状况与农民生活水平辨析》（《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侯

且岸《资本主义萌芽·过密化·商品化》（《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论证思路：一是史料实证方法，如侯杨方、方行、慈鸿飞、郑起东、周建中等人的成

果；①二是建立理论模型的方法，如冯小红、刘世定与邱泽奇、陈勇勤、郭继强和张同龙等人的论文。②

中外学界的讨论表明，到底怎样理解“过密化”内涵并不仅仅是一个学理意义上的概念问题，而是事涉

如何评判我国小农经济的发展水平、如何把握近代中国经济运行轨迹及其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值得

进一步考察和探究。本文的工作思路是从探寻“过密化”的确切含义入手，通过构稽近代江南小农水

稻、棉花种植的统计数据，对小农经营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边际分析，以期验证“过密化”理论与近代农

村经济现实的吻合度。

一、讨论的起点：“过密化”区间如何界定

对于“过密化”概念的理论含义，黄宗智在《华北》第６页脚注的解释是：“我们如在图上以垂直轴

线代表产量，水平轴线代表投入的劳力，‘内卷’的现象出现于显示产量与劳力之间的关系的曲线开始

向右伸平之后，即劳力边际产量开始递减之后。”按照这个说法，我们绘制出下图。

　　图一中，Ｑ代表产量，Ｌ代表投入的劳动力，ＭＲ表示

劳动边际产量（即边际收益）曲线，Ｐ表示雇佣劳动价格（即

小农劳力的边际成本 ＭＣ），则黄宗智认为小农经济的过密

化过程在边际产量达到最大后开始递减的Ｌ０ 点开始。但

怎样确定“过密化”过程的终点呢？黄宗智认为，小 农 家 庭

经济的特性在于：“它不只是一个生产单位，而是生产 与 消

费合二为一的单位，这样一个单位的生产决策，是同时由家

庭自身 的 消 费 需 要 及 为 市 场 而 生 产 的 收 益 核 算 而 形 成

的。”③对于小农 家 庭 而 言，其 投 入 劳 动 力 的 目 的 更 多 的 不

是追求最高利润，而是在于劳动力的投入是否有回报，“只要边际劳动报酬保持在零以上，便值得继续

投入劳力。”④此即当劳动的边际报酬等于零时，小农投入农业劳力的过程才终止，故当 ＭＲ＝０时的

Ｌ２ 即为“过密化”的终点。这是黄宗智的推导逻辑，即黄氏小农“过密化”过程处在（Ｌ０→Ｌ２）区间。

在我们看来，黄宗智把“过密化”区间的终点确定在 ＭＲ＝０时的Ｌ２ 在理论上是合理的，因为如果

新增劳动给产出带来的后果不增反减，任何思维正常的人不会再继续劳作。问题在于“过密化”的起

点。我们知道，在图一中，在劳动量Ｌ０ 增加到Ｌ１ 的过程中，边际收益虽然已经下降，但仍大于边际成

本，即 ＭＲ＞ＭＣ，仍应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营方式的性质。所以在（Ｌ０→Ｌ１）区间的劳动数量增

加过程，不应当是“过密化”过程。由此可见，把“过密化”起点确定在Ｌ０ 点 是 不 准 确 的。我 们 认 为，

“过密化”过程的起始点应当确定在Ｌ１ 点，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ＭＲ＝ＭＣ）之时，因为所谓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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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侯杨方《“过密化”论质疑———以盛泽为例的个案研究》（《复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２期）和《“过 密 化”论 与 小 农 经 济 决

策行为分析———以湖州小农家庭缫丝业为个案》（《学 术 月 刊》１９９４年 第７期）、方 行《清 代 江 南 农 村 经 济 发 展 释 例》（《中 国 农 史》
１９９９年第１期）、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 会 科 学》１９９８年 第１期）、郑 起 东《近 代 华

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周建中《近代苏南农村比较利益论析（１９１２－１９３７）———兼论农村

劳动力的转移》（《中国农史》２０００年第３期）。中国学界相关研究综述请参阅张常勇《黄宗智“过密化”理论探讨述评》（《中国农史》
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请参阅冯小红《中国小农经济的评判尺度———评 黄 宗 智“过 密 化”理 论》（《中 国 农 史》２００４年 第２期）、刘 世 定 和 邱 泽 奇

《“内卷化”概念辨析》（《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陈勇勤《评 论“过 密 化”假 设 引 出 的 分 析 思 路 问 题》（《南 都 学 刊》２００７年 第１
期）、郭继强《“内卷化”概念新理解》（《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张 同 龙《“过 密 化”理 论 的 经 济 学 评 析：宏 观 证 据 与 微 观 行 为》
（《经济学》季刊２００８年１月）。

④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１９９、１９９页。



经济“过密化”，是指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较而言，农业生产中投入了过多、过密的劳动。在诸如

农业技术、耕种面积和畜力使用等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小农家庭农场“卷入其中”的劳动量比经营

式农场使用的劳动量更多，就会显现出劳动使用“过于密集”。所以，“过密化”过程的起点就是经营式

农场愿意投入的劳动的最大数量，而这个最大数量就是其实现利润最大化时的劳动数量，即当 ＭＲ＝

ＭＣ时的劳动量。在图一中，超过了Ｌ１ 的劳动就是过密化劳动，Ｌ１ 即为“过密化”的起点。这样，小农

经济的“过密化”过程就是劳动量由Ｌ１ 增加到Ｌ２ 的过程，即如图一所示的（Ｌ１→Ｌ２）区间。这是本文

对黄宗智理论的一个修正。

显然，这是一个迥异于主流经济学标准答案的结论。主流经济学认为厂商利益最大化的劳动投

入均衡条件是其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即（１）式：ＭＲ＝ＭＣ。但这里的结论是，中国小农作为生产

和消费二合一的组织，无法实现上述利益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对于小农 来 说，只 要 投 入 的 劳 动 有 回

报，哪怕是在其他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些许回报，他仍会“不计成本”地继续投入劳力，一直劳动回报

为零时为止。这就是小农经济的劳动投入“均衡”条件，此即（２）式：ＭＲ＝０。所以，小农经济“过密化”

条件可描述为（３）式：ＭＲ＜ＭＣ。这就是，当追加劳动投入所获的报酬小于劳动本身的价值时，小农经

济劳动“过密化”现象就会出现；当小农劳动投入不会再带来劳动报酬时，小农才会停止劳动投入。亦

即这个过程从Ｌ１ 开始到Ｌ２ 为止，处于（Ｌ１→Ｌ２）区间之内（参见图一所示）。

二、问题的核心：“成本”与“收益”怎样权衡

上节关于“过密化”条件的讨论表明，判定小农经济中是否存在劳动 过 密 现 象，涉 及 两 个 核 心 要

素，即“过密化”是否出现既取决于劳动的边际收益，又取决于劳动的边际成本，更准确地说是取决于

两者的权衡和比较。但问题是，在中美学者关于“过密化”的论战中，赞同方一般从劳动成本投入视角

出发，证明小农劳动报酬递减，以此来证实“过密化”现象；而反对方则从劳动产出量的收益出发，证明

小农劳动报酬在增加，以此来证伪“过密化”现象。可谓针锋相对，各执其词。显而易见，这两种思路

都有合理性，但都有失偏颇，因为“过密化”的判定事实上涉及劳动投入和劳动产出这两个因素的比较

和权衡，只抓住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忽略另一个因素的论证方法显然不能令人信服。也许这是在“过密

化”问题上产生无谓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的思路是，从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入手，若能满足图

一中（Ｌ１→Ｌ２）区间，亦即满足（３）式 ＭＲ＜ＭＣ的条件，即可认为小农经济中存在“过密化”现象。

如果上述判断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难题是：如何对小农家庭经营中的边际收益 ＭＲ和

边际成本 ＭＣ数据进行核算？我们知道，中国农民的成本－收益核算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随意性，很

难量化，因为在农民眼里，不仅其自身“劳动力是没有价值的”，而且很难拥有“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

的‘合算’‘不合算’概念”。① 为了克服此类困难，我们的验证思路是：如黄宗智所说，中国近代江南地

区农业种植“从水稻转向棉花……乃是（劳动）密集化加剧的一大步”②确是历史实际，我们可以在技

术、资本、土地肥沃程度等生产要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把由种稻转向种棉新增加的收益视为劳动的

“边际收益”（ＭＲ），把由种稻转为种棉新增加的劳动量视为劳动的“边际成本”（ＭＣ）。为便于计算和

比较，我们进一步假定要分析的种植面积是一市亩，种植周期是一季，则 ＭＲ就是一季棉花的亩产净

收益与一季水稻的亩产净收益之间的差额，ＭＣ就是种植一亩一季棉花的田间劳动量与种植一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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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第１２７页。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穆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

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季水稻的田间劳动量之间的差额。

现在，我们先来说明决定 ＭＲ的因素。ＭＲ是指由种植１亩水稻转为种植１亩棉花的收益差，这

里的收益是指净收益，即扣除了种植成本（但不包括劳动成本）后的纯收益。所以边际收益的计算，主

要涉及棉花和水稻的亩产量、价格和不包括劳动成本在内的种植成本。即（４）式：ＭＲ＝（Ｖｃ－Ｃｃ）－
（Ｖｒ－Ｃｒ）＝（ＰｃＱｃ－Ｃｃ）－（ＰｒＱｒ－Ｃｒ）。其中，Ｖｃ：棉花亩产值；Ｃｃ：每亩棉花种植成本；Ｐｃ：棉花市场价

格；Ｑｃ：棉花亩产量；Ｖｒ：水稻亩产值；Ｃｒ：每亩水稻种植成本；Ｐｒ：水稻市场 价 格；Ｑｒ：水 稻 亩 产 量。这

里，棉花和水稻的亩产量、价格等数据可以从统计资料中获得，比较麻烦的是种植成本。一般来说，农

业种植成本指农户在肥料、种子、牲口及其饲料、农具及其修造和其他杂项等支出。依据美国学者卜

凯（Ｊｏｈｎ　Ｌｏｓｓｉｎｇ　Ｂｕｃｋ，１８９０－１９７５）提供的数据计算，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中东部农业的平均生产

成本投入占产值的８．４％。① 莫曰达认为，１９３３年种植业的生产成本占其产值的１２．３％。② 侯杨方认

为，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州、吴江水稻的种植成本是产值的２０％。③ 这三种数值相差较远。如果考

虑到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较发达、生产资料商品化程度稍高，尤其是随着化肥、农药、改良种子等

现代农业技术产品日益推广，所以种植成本不会太低。如１９２７年，江苏武进县一个耕种１２亩农田的

农民，全年总收入约３９６元，肥 料 费６０元，比 例 高 达１５％。④ １９３２年，江 苏 无 锡 县 农 民 每 亩 收 入１６
元，肥料费３元，比例更高达１９％。⑤ 不过，种植成本过高也会影响农民对生产的资本投入，他可能会

用劳动投入来替代资本投入，如放弃使用需要“花钱”的化肥、饼 肥，而 使 用 自 办 的 粪 肥、绿 肥 等。如

１９３９年江苏松江县某４村肥料费用则只占农业产值的８．１４％。⑥ 如果再考虑到许涤新、吴承明对清

代江南生产成本占产值１５％－２５％的估计值，⑦我们姑且把江南长三角地区农业种植成本占产值的

比例调整为１５％。即：Ｃｃ＝０．１５ＰｃＱｃ；Ｃｒ＝０．１５ＰｒＱｒ。这 样，（４）式 就 可 以 整 理 为（５）式：ＭＲ＝０．

８５ＰｃＱｃ－０．８５ＰｒＱｒ＝０．８５（ＰｃＱｃ－ＰｒＱｒ）。（５）式说明，由种稻转向种棉的边际收益既取决于棉花和水

稻的相对价格，也取决于它们的相对产量。

现在再来说明决定边际成本即 ＭＣ的因素。ＭＣ是指由种植１亩水稻转为种植１亩棉花的劳动

成本之差，这里需要确定的是种植１亩田地的劳动时间差额和劳动力市场价格，这就涉及种植一亩一

季棉花的用工量、种植一亩一季水稻的用工量以及雇佣工资价格。此即 ＭＣ＝ＰＬ（Ｌｃ－Ｌｒ）。（其中，

ＰＬ：每天劳动的市场价格，即雇佣日工资，Ｌｃ：种植１亩棉花的用工量，Ｌｒ：种植１亩水稻的用工量。）

雇佣工资可以依赖史料和统计资料获得，需要弄清的是棉花和水稻这两种农作物的每亩用工量。

先说明每亩水稻的用工量（这里指没有耕牛等协助的劳动投入量），学界在这方面的研 究 相 当 丰 富。

据卜凯的调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每亩水稻的劳动投入量，在“长江稻麦区”则为１０．５０个／亩，在“扬子水

稻区”为１２．５０个／亩。⑧ 李 伯 重 认 为 江 南 水 稻 种 植 每 亩 劳 动 投 入 量 为１３．７５个 工 作 日。⑨ 闻 大 中 认

为，嘉兴水稻劳动投入量为每 公 顷２０００个 小 时，如 果１０个 小 时 为 一 个 工 作 日，则 可 折 合１３．３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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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第３２２－３２３页。
莫曰达：《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中国的农业增加值》，《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侯杨方：《“过密化”论与小农经济决策行为分析———以湖州小农家庭缫丝业为个案》，《学 术 月 刊》１９９４年 第７期；《“过 密

化”理论质疑———以盛泽为例的个案实证研究》，《复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各地农民状况调查》，《东方杂志》２４卷１６期，１９２７年８月。
《无锡杂志》“农业专号”，１９３２年８月。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０７页。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０４页。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篇》，（上海）南京大学１９３７年版，第３１４－３１７页；《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

系１９４１年，第４０１页。这里“个”，即１个工，指成年男子田间劳作１天，大约１０个小时。
李伯重：《明清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一》，《中国农史》１９８４年第１期。



亩。① 王加华认为，松江地区水稻劳动投入量为每亩１５．８５个工作日。② 曹幸穗认为，苏南地区单季

稻每亩用工量为１５日－２０日 之 间，③这 里 包 括 了“脱 谷”这 项 非 田 间 劳 动。如 果“脱 谷”需 要 人 工２
天，苏南地区单季稻每亩田间用工量为１３日－１８日之间，平均是１５．５天。上述数据有一定差距。如

果把这些数据加总后平均，则约等于１３．６个／亩，就是说，２０世纪二三年代，江南地区每亩水稻的田间

工作量平均约为１４天。

现在来说明每亩棉花的田间用工量（这里指没有耕牛协助的劳动投入量）。依据卜凯的统计，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长江稻麦区”每亩棉花的劳动投入量是２１个工作日。④ 而依据曹幸穗的研究，同时期苏

南农村每亩棉花的劳动投入量平均为１６天。⑤如果除去“晒花”（晾晒棉花）这项非田间劳动１天，则每

亩田间劳动为１５天。若将上述数据平均计算，则约为１８天。这样，江南每亩棉花的用工量与每亩水

稻的用工量之差就是：Ｌｃ－Ｌｒ＝１８－１４＝４（天／亩）。这样，种棉与种稻的边际劳动成本之差额是４个

劳动日，（６）式可以整理为：ＭＣ＝４ＰＬ。经过如上整理，计算中国小农家庭经营中的边际劳动成本 ＭＣ
和边际劳动收益 ＭＲ就比较容易了。

三、数据的验算：究竟种水稻还是种棉花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搜集关于近代江南棉花和水稻历年的亩产量、市场价格以及雇佣劳动价格的

统计资料，并计算出历年 ＭＲ和 ＭＣ之间的差额，以便明了小农作出究竟是种水稻还是种棉花的经济

决策。下面表１、表２分别是关于“近代长江三角洲水稻亩产值”和“近代长江三角洲皮棉亩产值”的数

据，主要依据许道夫、彭泽益和吴承明等前辈的统计成果，依据（５）式计算而成。两个表中的稻米和棉

花的“价格”选择的是当时商业大都市上海的市场价格，忽略了价格在区域性、季节性和国际性等方面

的差别。事实上，这些因素对数据的影响还是很显著的。但由于我们所选取的稻米价格和棉花价格

都处于上海这个同一市场，它们面临的影响因素应当大致是相同的，所以忽略价格的影响因素对于两

者的比较结果而言，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表１　近代长江三角洲水稻亩产值

江　　苏 浙　　江

年度
价格Ｐｒ

（元／百市斤）

亩产稻米Ｑｒ
（市斤）

亩产值Ｖｒ
（元）

亩产净值

（元）

亩产稻米Ｑｒ
（市斤）

亩产值Ｖｒ
（元）

亩产净值

（元）

１９１４　 ３．９１　 ６８　 ２．６６　 ２．２６ ——— ——— ———

１９１５　 ４．７２　 ７１　 ３．３５　 ２．８５ ——— ——— ———

１９１６　 ４．２５　 ７３　 ３．１０　 ２．６４ ——— ——— ———

１９１８　 ４．７２　 ７６．５　 ３．６１　 ３．０７ ——— ——— ———

１９２４　 ６．３９　 １８０　 １１．５０　 ９．７８　 １９８．５　 １２．６８　 １０．７８

１９２５　 ６．００　 １８０　 １０．０８　 ９．１８　 １９８．５　 １１．９１　 １０．１２

１９２６　 １０．１１　 １８０　 １８．２０　 １５．４７　 １９８．５　 ２０．０７　 １７．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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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Ｗｅｎ　Ｄａｚｈｏ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Ｐｉ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Ｈｕｍ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１，１９８６．
王加华：《分工与耦合：近代江南农村男女劳动力的季节性分工与协作》，《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⑤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８９－９２、９２－９３页。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篇》，（上海）南京大学，１９３７年，第３１４－３１７页。



１９２７　 １１．３９　 １８０　 ２０．５０　 １７．４３　 １９８．５　 ２２．６１　 １９．２２

１９２８　 ７．１１　 １８０　 １２．８０　 １０．８８　 １９８．５　 １４．１１　 １１．９９

１９２９　 ８．６６　 １８０　 １５．５９　 １３．２５　 １９８．５　 １７．１９　 １４．６１

１９３１　 ７．６３　 １４３．５　 １０．９５　 ９．３１　 １６７　 １２．７４　 １０．８３

１９３２　 ７．２６　 ２１０　 １５．２５　 １２．９６　 １９２　 １３．９４　 １１．８５

１９３３　 ５．１７　 １９４．５　 １０．０６　 ８．５５　 １６２　 ８．３８　 ７．１２

１９３４　 ６．５８　 １４３．５　 ９．４４　 ８．０２　 １０３　 ６．７８　 ５．７６

１９３５　 ７．８９　 １９２　 １５．１５　 １２．８８　 １７８．５　 １４．０８　 １１．９７

１９３６　 ６．６９　 ２０５．５　 １３．７５　 １１．６９　 １８８．５　 １２．６１　 １０．７２

１９３７　 ７．５６　 １９５　 １４．７４　 １２．５３　 １７７．５　 １３．４２　 １１．４１

　　资料来源：

１．“亩产稻米”是指每亩粳籼稻的米产量，按“１００市斤稻＝５０市斤米”折算而来。粳籼稻谷亩产量来自许道夫

《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３、２５页。

２．“价格”是指上海粳米的市场价格，按“１石＝１．０３５市石、１市石大米＝１５６市斤大米”折算而来。粳米价格，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来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１８４０－１９４９）》第二卷，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版，第７２８页；１９２４年 来

自Ｔｈｏｍａｓ　Ｇ．Ｒａｗｓｋ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Ｐｒｅｗａｒ　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年，第３０１页；１９２５

年、１９３７年来自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９１、１００页；１９２６年－１９３６年来自吴承明《中国资本

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９３页。

表２　近代长江三角洲棉花亩产值

江　　苏 浙　　江

年度
价 格Ｐｃ

（元／百市斤）

亩产皮棉Ｑｃ
（市斤）

亩产值Ｖｃ
（元）

亩产净值

（元）

亩产皮棉Ｑｃ
（市斤）

亩产值Ｖｃ
（元）

亩产净值

（元）

１９１４　 ８．１４　 ２３　 １．８７　 １．５９ ——— ——— ———

１９１５　 ２０．９１　 ２４　 ５．０２　 ４．２７ ——— ——— ———

１９１６　 ９．０９　 １７　 １．５５　 １．３２ ——— ——— ———

１９１８　 ３６．６３　 １８　 ６．５９　 ５．６０ ——— ——— ———

１９２４　 ５１．３１　 ４５　 ２７．７１　 ２３．５５　 ４６　 ２３．６０　 ２０．０６

１９２５　 ４６．５８　 ３６　 １６．７７　 １４．２５　 ３６　 １６．７７　 １４．２５

１９２６　 ３８．０５　 ３０　 １１．４２　 ９．７１　 ２４　 ９．１３　 ７．７６

１９２７　 ３９．６３　 ２８　 １１．１０　 ９．４４　 ３９　 １５．４６　 １３．１４

１９２８　 ４１．９１　 ３６　 １５．０９　 １２．８３　 ２５　 １０．４８　 ８．９１

１９２９　 ４１．７１　 ３０　 １２．５１　 １０．６４　 ３０　 １２．５１　 １０．６３

１９３１　 ４４．２４　 １０　 ４．４２　 ３．７６　 ２５　 １１．０６　 ９．４０

１９３２　 ３８．４２　 ２６　 ９．９９　 ８．４９　 ３２　 １２．２９　 １０．４５

１９３３　 ３５．７６　 ２６　 ９．３０　 ７．９０　 ３０　 １０．７３　 ９．１２

１９３４　 ３４．８６　 ２１　 ７．３２　 ６．２２　 ３６　 １２．５５　 １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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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　 ３５．０７　 ２４　 ８．４２　 ７．１６　 ３３　 １１．５７　 ９．８３

１９３６　 ４２．９２　 ３０　 １２．８８　 １０．９５　 ６３　 ２７．０４　 ２２．９８

１９３７　 ３８．５０　 ２０　 ７．７０　 ６．５５　 ３１　 １１．９４　 １０．１５

　　资料来源：

１．棉花价格，１９１４年、１９１６年来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１８４０－１９４９）》第二卷，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版，第

７２８页；１９１５年、１９１８年、１９３７年来自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１００页；１９２４年－１９３６年来自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６１９页。

２．皮棉产量，１９１４年－１９１８年江苏省的亩产量来自《江苏省农矿公报》１９２９年，上海图书馆藏；１９２４年－１９３７

年来自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２１３页。

３．计量单位按“１市担＝１００市斤、１００旧斤＝１２１市斤”换算。

结合表１和表２的相关数据，即可得到近代长江三角洲种稻与种棉的亩产值收益之差额，将其制

成表３。下面表３中的“棉花亩产净值”和“水稻亩产净值”移录自表１和表２中的相应项目，“两净值

之差”由棉花亩产净值减去水稻亩产净值而得，这就是由种植水稻转向种植棉花而获得的收益增量，

即 ＭＲ。

表３　种稻与种棉的亩产值收益差额（ＭＲ）

单位：元

江　　苏 浙　　江

年　度 棉花亩产净值 水稻亩产净值 两净值之差 ＭＲ 棉花亩产净值 水稻亩产净值 两净值之差 ＭＲ

１９１４　 １．５９　 ２．２６ －０．６７ ——— ——— ———

１９１５　 ４．２７　 ２．８５　 １．４２ ——— ——— ———

１９１６　 １．３２　 ２．６４ －１．３２ ——— ——— ———

１９１８　 ５．６０　 ３．０７　 ２．５３ ——— ——— ———

１９２４　 ２３．５５　 ９．７８　 １３．７７　 ２０．０６　 １０．７８　 ９．２８

１９２５　 １４．２５　 ９．１８　 ５．０７　 １４．２５　 １０．１２　 ４．１３

１９２６　 ９．７１　 １５．４７ －５．７６　 ７．７６　 １７．０６ －９．３

１９２７　 ９．４４　 １７．４３ －７．９９　 １３．１４　 １９．２２ －６．０８

１９２８　 １２．８３　 １０．８８　 １．９５　 ８．９１　 １１．９９ －３．０８

１９２９　 １０．６４　 １３．２５ －２．６１　 １０．６３　 １４．６１ －３．９８

１９３１　 ３．７６　 ９．３１ －５．５５　 ９．４０　 １０．８３ －１．４３

１９３２　 ８．４９　 １２．９６ －４．４７　 １０．４５　 １１．８５ －１．４０

１９３３　 ７．９０　 ８．５５ －０．６５　 ９．１２　 ７．１２　 ２．００

１９３４　 ６．２２　 ８．０２ －１．８０　 １０．６７　 ５．７６　 ４．９１

１９３５　 ７．１６　 １２．８８ －５．７２　 ９．８３　 １１．９７ －２．１４

１９３６　 １０．９５　 １１．６９ －０．７４　 ２２．９８　 １０．７２　 １２．２６

１９３７　 ６．５５　 １２．５３ －５．９８　 １０．１５　 １１．４１ －１．２６

　　从表３可以看出，在１９１４年－１９３７年间，江苏和浙江两地由种植水稻转向种植棉花而收获有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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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年份不多，江苏省１７个年份中只有５个年份，不足１／３；浙江省１４个年份中也只有５个，即１／３
略强。约有２／３年份的劳动边际报酬 ＭＲ是负数。这说明近代小农由种粮转为种棉的比较收益十分

微弱，甚至不存在。但是，种植１亩棉花比种植１亩水稻却要多花费４天的劳动，劳动成本更大。可

见，棉花并不一定是比水稻更“经济”的农作物。不仅如此，表３还显示出，由种稻转向种棉的边际收

益在多数年份里均为负数，即 ＭＲ＜０，此与前述小农“过密化”条件之一 ＭＲ＞０似乎相悖，但实际上

这说明收益更低的棉花种植卷入了比假设的理论状态更多的劳动人手。因此，多数年份的 ＭＲ＜０，

是证实而不是证伪了小农经济体系中的过密化现象。

不过，问题还没有结束，我们还需要量化小农劳动的边际成本 ＭＣ。计算 ＭＣ遇到的困难是雇佣

工人工资标准的选择问题：哪个地区哪个行业工人的日工资数据是合适的呢？首先遇到的麻烦是“城

乡差别”：是选择农村的雇工工资呢，还是城市工人工资？我们认为，所谓“过密化”是在小农经济与市

场经济相比较的意义上提出的，如果把计算小农劳动边际成本的工资标准定为农忙时的短工日工资，

或者农村长工的年工资按３６５天换算出来的日工资，都不太妥当，因为这两种“工资”主要仍然是由小

农经济体系内部的经济运行逻辑决定，还主要不是由市场经济逻辑决定。因此，计算小农劳动边际成

本 ＭＣ的工资标准应当选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雇佣工人工资标准。

不过，要确定市场经济条件下合适的日工资标准也非易事。近代中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通货膨

胀（或紧缩）等方面的原因，不同地区、不同年份、不同职业的工人日工资差别很大。

基于上述诸种复杂情形，这里选择相应年份的上海市纺织工人日工资数据作为计算 ＭＣ的样本。

这不仅因为前面在计算 ＭＲ时采用的数据来自上海，而且因为江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距离最近的

上海市最便宜、可能性最大；同时考虑到纺织业是当时最普遍的工种之一。当然，这里还必须假设江

南农村劳动者能够在农业、工业、商业等不同经济部门间自由选择，且变更职业的交易成本为零。显

然，这里是一种“反事实假设”，即假定江南农民在上海劳动力市场上能顺利地出卖这四天劳动。下面

表４是关于“上海纺织业工人日工资和４天劳动收入”，依据（７）式计算而成。这是江南小农由种植水

稻转向种植棉花的边际成本，即 ＭＣ。

表４　上海纺织业工人日工资和４天劳动收入（ＭＣ）

单位：元

年　度 日工资 ４天劳动收入 年　度 日工资 ４天劳动收入

１９１４　 ０．２７　 １．０８　 １９２９　 ０．３６　 １．４４

１９１５　 ０．２７　 １．０８　 １９３１　 ０．４２　 １．６８

１９１６　 ０．２７　 １．０８　 １９３２　 ０．４６　 １．８４

１９１８　 ０．２７　 １．０８　 １９３３　 ０．４５　 １．８０

１９２４　 ０．３１　 １．２４　 １９３４　 ０．４６　 １．８４

１９２５　 ０．３８　 １．５２　 １９３５　 ０．４０　 １．６０

１９２６　 ０．３８　 １．５２　 １９３６　 ０．４３　 １．６４

１９２７　 ０．４０　 １．６０　 １９３７　 ０．３７　 １．４８

１９２８　 ０．４０　 １．６０

　　资料来源：“日工资”指名义工资，数据来自Ｔｈｏｍａｓ　Ｇ．Ｒａｗｓｋ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Ｐｒｅｗａｒ　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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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３０１．，１９２４－１９２９、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的数据由月工资除以３０天而得，１９２６年采用１９２５年

的数据，１９２８采用１９２７年的数据。

现在，我们把表３中的边际收益（ＭＲ）和表４中的边际成本（ＭＣ）合并到表５中，并计算两者之间

的差值（ＭＲ－ＭＣ）。从表５中 的（ＭＲ－ＭＣ）数 值 反 映 出 的 小 农 情 形 比 表３更 糟。我 们 可 以 看 到，

１９１４年－１９３７年间，江苏、浙江两地小农由种稻转为植棉除了１９１５（仅 江 苏）、１９１８（仅 江 苏）、１９２４、

１９２５、１９２８（仅江苏）、１９３３和１９３４（仅浙江）、１９３６等少数年份有所盈余以外，其他大部分年份均“得不

偿失”，即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

表５　小农边际收益与边际成之比较

单位：元

年　　度
江　　苏 浙　　江

ＭＲ　 ＭＣ　 ＭＲ－ＭＣ　 ＭＲ　 ＭＣ　 ＭＲ－ＭＣ

１９１４ －０．６７　 １．０８ －１．７５ ——— １．０８ ———

１９１５　 １．４２　 １．０８　 ０．３４ ——— １．０８ ———

１９１６ －１．３２　 １．０８ －２．４０ ——— １．０８ ———

１９１８　 ２．５３　 １．０８　 １．４５ ——— １．０８ ———

１９２４　 １３．７７　 １．２４　 １２．５３　 ９．２８　 １．２４　 ８．０４

１９２５　 ５．０７　 １．５２　 ３．５５　 ４．１３　 １．５２　 ２．６１

１９２６ －５．７６　 １．５２ －７．２８ －９．３０　 １．５２ －１０．８２

１９２７ －７．９９　 １．６０ －９．５９ －６．０８　 １．６０ －７．６８

１９２８　 １．９５　 １．６０　 ０．３５ －３．０８　 １．６０ －４．６８

１９２９ －２．６１　 １．４４ －４．０５ －３．９８　 １．４４ －５．４２

１９３１ －５．５５　 １．６８ －７．２３ －１．４３　 １．６８ －３．１１

１９３２ －４．４７　 １．８４ －６．３１ －１．４０　 １．８４ －３．２４

１９３３ －０．６５　 １．８０ －２．４５　 ２．００　 １．８０　 ０．２０

１９３４ －１．８０　 １．８４ －３．６４　 ４．９１　 １．８４　 ３．０７

１９３５ －５．７２　 １．６０ －７．３２ －２．１４　 １．６０ －３．５６

１９３６ －０．７４　 １．６４ －２．３８　 １２．２６　 １．６４　 １０．６２

１９３７ －５．９８　 １．４８ －７．４６ －１．２６　 １．４８ －２．７４

　　如果以年份为横轴，以（ＭＲ－ＭＣ）数值为纵轴，则可以将表５转换为下图。

　　上图充分而直观地显示出，近代江苏、浙江两省由种稻转为植棉的（ＭＲ－ＭＣ）数值绝大部分线段

处于０线以下。这就是说，历史统计数据证实了小农“过密化”的条件，即 ＭＲ＜ＭＣ。

至此，我们利用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证实了 ＭＲ＜ＭＣ是小农经济“过密化”条件的假设，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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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密化”假设与近代江南农村经济现实基本吻合。

四、余论：“过密化”问题的实质和意义何在

近年来“过密化”问题引起学术界诸多争议，无论理论建模、还是史料验证都存在着种种困境，这

恰恰说明对于“过密化”问题的研究不仅没有结束，反而需要进一步推进。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近

代江南农业劳动力投入中的“过密化”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从微观含义看，所谓“过密化”问题的实质

就是考察单个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效率；其理论意义就在于它说明了中国近代农村经济

是一种在性质上有别于资本主义、在效率上落后于经营式农场的经济。这就是，近代中国小农的劳动

力利用效率十分低下，他们无法通过增加劳动来实现生产率的有效提高和种植收益的绝对改进，也没

有获得利润最大化的最优生产要素组合；相反在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劳动力资源不成比例

的过度投入。如果依据每劳耕作能力来推算农村劳动力剩余率，则有成果表明，在既定耕种制度和技

术条件下，１９１４年－１９４９年苏南农村劳动力剩余率平均为３０．６％－５４．６％；若按照农作物需工量，则
农村劳动力剩余率平均则更高达７２．３％－７８．８％。① 美国经济学家诺斯说过：“无限制地使用一种资

源会导致其无效率。”②对于小农而言，过度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可能暂时带来产出的总量增加，但相对

于小于收益的劳动成本而言，总产出的有限提高是以劳动力资源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为代价的。所

以即使近代农业经济的确处于增长过程之中，但这种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不仅如此，由“过密化”导致的低效率使得近代农业及农村经济陷入低水平陷阱而无法自拔。如

就单位劳力收入来说，依据统计资料，１９３４年江宁县年平均仅为４２．５４元，而每个劳力年平均生活费

为５２．３２元。③ 就农业与其他部门比较而言，１９３３年全国制造业工人年均工资为１７８元，手工业工人

为１２０元，而农村劳动平均 收 入 为２６元。④ 就 整 个 长 江 中 下 游 农 家 收 支 状 况 而 言，１９３４年“收 支 有

余”的农户仅占１９．８９％，“收支相等”的占４１．０４％，“收支不敷”的高达３８．０８％。⑤ 就中外对比而言，

中国农户全年生活费平均仅为２２８．３２元（１９２１年－１９２５年），美国为２９８８元（１９２２年－１９２４年），日

本为９５８元（１９２６年－１９２７年），丹麦为２３９１元（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６年）。⑥ 他国农民生活水平之高，中国

小农望尘莫及。虽然小农普遍贫困化早已是学界定论，但与将农民贫困原因归结为战乱频仍、天灾连

年、政府盘剥等外在变量的传统认识不同，“过密化”概念说明了小农贫困之因来自内部，即过多的劳

动投入使得其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农业生产和再生产无法依据正常的经济规律运行。“过密化”

概念从小农经济运行的内部机制中很好地解释了近代农业经济落后的深层次原因。
“一种经济的实绩取决于这种经济的组织结构。”⑦对于近现代经济来说尤其如此。历史实际表

明，近代中国江南农村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滞后，并没有出现一个有效率的劳动力市场，所以，调节

劳动力在不同经济部门流动的市场法则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农民除了“勤劳”地投入农业生产以外，别
无它途。被“过密化”的小农无法成为自身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因而只能是土地的附属物。此种情

形之下，农民的劳动力不是作为商品出现，而是作为“劳动的自然形态”出现；“劳动力的使用也不受边

际劳动报酬递减和比较效益原则的制约，而是在劳动者的‘苦役感’所能承受的限度内只要粗产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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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零就会被使用。”①农民的经济决策因此严重扭曲，他无法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市场意义上的经

济核算，因而也就难以作为自由市场的行为主体来进行竞争、谈判和订约。于是，近代小农只能进行

低水平的家庭化经营，小农经济亦由此形成为一种几乎不受价值规律调节的低效经济。而过低收入

和过度贫困的严峻现实迫使小农除了“生存”需要外，其他关涉发展的需要、爱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

的需要等被过度压制。古典经济学家斯密说过：“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

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②对于近代小农来说，诸如子女教育、生产工具更新、技能培训、休闲娱

乐、衣着改善等现代社会生活的必有内容，显得那样遥不可及。由此可见，仅仅依赖劳力投入或者“人

海”战术，中国农民是无法走出“过密化”陷阱、走向现代化的。无论是在小农经营的近代中国，还是在

集体化耕作的人民公社时期，均是如此。只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重新走向市场化的三十年征程中，由于

乡镇企业（农村）和民营企业（城镇）的逐步兴起和不断壮大，持续吸纳农村数以亿计的海量剩余劳动

力，才逐步减缓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阻滞了农业经济中的过密化进程。其间的关键，是新产业（包

括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不断兴起和扩大，为处在失业和半失业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新的越来越

广阔的就业选择。也就是说，近代中国农业走出“过密化”怪圈的根本途径是市场条件下的工业化、城

市化所提供的广阔就业空间。正是这种就业空间的不断扩大，才是近代中国农村过密化进程得以延

缓、中止和最终逆转的根本动因。这是本文的结论，更是历史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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